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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的“投降”
初观《三国演义》就被其深深吸引，那种壮大的战争场面撼动人心。虽然内容浩大，但其情节线索可以概括为：“七神”、“八献”、“十字歌”。 “七神”即：“华佗神医”、“孔明神算”、“赵云神将”、“关公神威”、“张飞神声”、“黄忠神箭”、“管辂神卜”。“八献”即：孙策献玉玺、王允献貂禅、曹操献刀、庞统献连环、阚泽献降书、黄盖献苦肉、孔明献空城、张松献地图。 “十字歌”即：“单刀赴会、二嫂过关、三请诸葛、四别徐庶、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阵图、九伐中原、舌战群儒（闽南方言“舌”与“十”谐音）。书中那些文官武将，谋臣将士，有的是为了争帝图王，有的是为了扶主效忠，彼此之间，展开了无情的倾轧，使整部小说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尖锐剧烈的拼死斗争，其实这根本就是三大家族的斗争。

但是，与宏大的战争场面不协调的是那些将领们不仅极易投降，并且一降再降的也大有人在，像“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这句话都看熟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三国时期的人似乎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有“忠义”伦理的观念，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三国演义》中，投降的将领总共有140人，共计148次，更不用说还有诈降的15次，以及没交代主帅姓名的五次大规模投降：杨怀、高沛所带的从人二百降刘军；一百一回，卤城太守，魏守将，素知孔明，开城投降；一百十二回，吴兵，大半降魏；一百十七回，洛城军民，闻艾至，疑从天降，尽皆投降；沅、湘直抵广州诸郡之守令皆望风而降晋，武昌亦降。

投降的将领不仅身份、地位、民族各异，就连投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直接反叛的、被设计而投降的、被义释而后真心投降的、诈降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名不见经传的，有些人是大名鼎鼎的，如吕布、严颜、孟获等。

一、这些将领中一降再降的有：陈登、陈圭、华歆、张绣、黄权、谯周、申耽、孟达、甘宁。虽然同样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变节，但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像陈登、陈圭两父子，他们先事吕布，后事曹操，之后又效忠刘备。不过，他们似乎是为时而动，过程虽然复杂，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效忠于大汉刘家，因此书中对他们的态度是宽容的。

还有甘宁原是锦帆贼，降刘表，还救过黄祖，后来投降东吴。他们的投降次数虽然多，不过或许是因为立功的缘故，作者对他们并不是很苛责。

其他人虽然也是再三投降的，但相对于华歆，人们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责备之词。华歆先降孙策，后为曹操所用，变节两次，但是人们对他的贬斥之词则远远多于前者。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帮曹操陷害汉主，这样的行为违背了做臣子的忠诚，更无法在道德思想上找到立足之地。难怪《三国演义》中有评判他的诗句：“华歆当日逞凶谋，破壁生将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骂名千载笑‘龙头’！”

二、一降然后又誓死效忠的有：庞德、姜维。庞德原是马超的部下，在马超兵败后因病未与马超同行去投靠刘备，后为张鲁抵曹，被曹军设计，遂降曹。后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在与关羽的战斗中不幸落败被杀。但其豪气却让人深深感动，尤其是他出征前预备了一副棺材，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姜维，原是魏将，被孔明设计以至兵败，因为孔明非常敬重他的才能，更兼他也为孔明的才学所折服，于是降了孔明。从此，他与孔明名为将帅，实为师徒，感情甚笃。他为孔明出谋划策，攻池掠地，成了孔明的左右手。孔明死后，他又继承孔明的遗志，一心为光复大汉而操劳，几度出兵，虽然没有大的成就，也算是殚精竭虑了。可惜的是，他也无法避免和他老师同样的命运：被奸臣陷害，以至于后主怀疑，功未成而先退军。就算是后主刘禅投降魏国后，他仍为恢复蜀国而诈降于钟会，企图通过离间钟会而达到自己复国的目的。但历史是不容改变的，他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现状，最后自刎而死。

有名的降有：孟获的“七擒七纵”，他第一次为魏延所擒，第二次为董荼那所擒，第三次为马岱军所擒，第四次落陷坑为魏延军擒，第五次为杨锋及子擒，第六次诈降被擒，第七次为马岱所擒，经过如此长时间、大精力的反抗后，他终于对诸葛亮心服口服地降了。可能是因为他是外族蛮夷的关系，诸葛亮和作者都没有对他有太多的“忠义”要求，才使他能够一赖再赖而不受惩罚，正是如此才成就了他在《三国演义》中最有个性也是最有名的投降。 

还有“张飞义释严颜”也是广为人传诵的。书中第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中，就有诗句赞颂张飞的这一行为：“生获严颜勇绝伦，惟凭义气服军民，至今庙貌留巴蜀，社酒鸡豚日日看”
。

第二句“惟凭义气服军民”，这是此诗的主题，它说明依仗武力可以压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当然就不会得民心。这是不利于刘备成王霸之业的。而严颜是蜀中名将，刚毅倔强，就像诗中说的“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气卷长江。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
如果以死相威胁，他不但不会投降，而且会引起蜀中军民的仇恨。于是，张飞“亲解其缚，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
，使严颜深为感动，甘心情愿地表示投降。在严颜的帮助下，张飞进军极为顺利，沿途“望风归顺，并不曾厮杀一场”
，说明只有“义气”才能夺取人心。蜀中军民免遭了一场兵难，便为张飞建庙塑像由衷地感谢张飞。

其他的如本文开篇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将领是吕布、马超、徐晃。这三位都是猛将，武功卓越，因此说客都用这句话来打动他们的心，这也恰恰反映出作者在投降问题上的观点：君臣关系是双方面的，君贤则臣侍，君主有用臣下的权利，臣下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力。

他们的投降皆因不可抗的外部因素而起，都是被设计陷害以至于背弃原主另投明主。这就与历代名家关于“忠”的理念相符，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投降了，但却没有破坏“忠”的道德理念。
三、除了战场上的投降倒戈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倒戈方式，即投靠。“投”有异于投降，却又有着和投降一样的作用，不过这种方式自春秋战国时就有，因此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了。像受人尊敬的“刘皇叔”就曾经不止一次的投靠过他人，其他的还有吕布、文钦、庞德、廖化、太史慈等共15人次，而作者也没有对这一行为有任何的不满。

四、至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算不算投降倒挺难判断的，说他降了吧，他对刘备的衷心却是矢志不移的；说他没有降吧，又确实为曹操在战场上立下过功劳。因此很难对他的行为下一个定义。

以上是从投降的种类来谈《三国演义》中的投降，下面我们来看看数量上的差别。

降代表汉之大统的刘备军的共计48人次，降曹军的79人次，降吴军的11人次，其他还有向袁术、刘表、司马氏投降的10次。从数据来看，降曹的人远远多于其他的，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毕竟最终是由以魏国为基础的晋统一了中原。向刘军投降的人数是吴军的四倍多，这里应该与刘军的正统血缘有关系。毕竟在当时的时代血统是相当重要的，与汉室沾亲带故的刘备显然比东吴孙氏有名望些。

与投降不同的是还有一些将领是诈降，甚至是不降的。

诈降共15次。这些诈降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有：陈泰诈降羌王、田氏诈降曹操、周鲂断发赚曹休、黄盖苦肉计诈降曹操，其中应属周鲂和黄盖的诈降最为有名。兵法有云：“兵不厌诈”，不过，诈降鲜有成功的，一般都以失败结束，所以还是少用为妙吧。

不降的有2次。韩珩、沮授不降曹，谱写了一曲“粉骨碎身浑不怕，留取丹青照汉青”的正气之歌。

由此，我想到了伦理道德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伦理道德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依据，在思想文化系统中，属于较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用“礼”来“定亲疏，决嫌疑，别词异，明是非”，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维护尊卑等级秩序，成为宗法政治的主要精神支柱。

“忠义”作为伦理道德，被孟子视为“天爵”，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奉为至尊。但“忠”与“义”是既与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忠”主要强调的是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服从，维护的是宗法等级制度；“义”所强调的主要是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维持的是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协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它们是互补互协的统一整体。而作为道德实践，它们又常常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特别是在“义”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之后更是如此。因此，《三国演义》中的降也就不能简单地看待了。

那么书中描写的众多投降究竟有没有违背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呢？
要想分辨投降行为是不是违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首先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于人的哲学有所了解。

人的哲学，即对人、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区别各种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志。在传统文化看来，自然、社会、人类是一个严整有序的统一体，并无各自的独立性，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按社会普遍认定的道德来确定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并规范自己的言行，才能获得人的价值，否则就会失去做人的资格，而变为禽兽。因此，判断投降这一行为有否违背传统思想，就得看投降之人有否违背传统道德标准。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流源纷呈，但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各家影响中儒家的影响最大，因此我们要探究根源就先来看看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怎么说的吧。孔子面对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他对《诗》、《书》、《春秋》、《周易》、《礼》、《乐》等文化遗产的删修整理，强化其道德教化的意义，作为阐扬其道德理想的载体和母题。而“六经”的本质正是关于如何做人及怎样维系好人与人关系的法则，正如《郭店楚简·六德》所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孔子思想的核心即仁者“爱人”，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在奴隶主社会的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并不是互相尊重的，而是君、上的意志支配一切。但“忠恕之道”的提出，则无疑反映了当时春秋期间新兴势力向奴隶主统治者争夺权利的愿望。新兴地主阶级希望在“尊王”的名义下，统治阶级成员之间能互相尊重他人的愿望。

同时，孔子的“忠恕之道”，在伦理学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论语》中，提到“忠”字的有十五篇，共十七处，绝大部分是指臣下、国民对国君、执政者的“忠贞”、“忠诚”行为，但它决不是单向行为。其中提到“忠君”的有以下两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前一条讲“孝慈，则忠”，是在君主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的前提下谈臣民对于君上的忠诚的；后一条也是君主能依礼使臣作为先决条件来谈臣对于君的忠心的。从中可以看出，显然“忠”是基于君臣两者之间双向关系之上的，单方面要求下属忠是不能接受的。

孔子对于“忠君”的宣传并不多，而且他不主张臣下盲从君主。相反，他认为对于君主之言，“如其不善而莫之违也”
，那就有导致“丧邦”的危险。当子路问到怎样去“事君”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勿欺也，而犯之。”
主张可以当面触犯人君。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孔子首先强调的是居上位的国君要“守礼”、“正身”、“修己”，以身作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臣下心服，臣下才能真正地以忠事君。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优良道德风气的形成，虽然人人有责，但是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进行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道德风气，关键在于在位者。正如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总结来说，孔子的“忠”是指对国君或执政者的一种忠贞、忠诚，但它可以体现君子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忠”并非是愚忠，而是基于上下级之间的双向关系之上的，这与儒家后学所说的“忠”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这正是三国时众多叛变的理论支持，毕竟有许多的将领是有情有义，却还是叛变的，原因就在于其君主要么是无情无义之徒，对臣下只有猜疑，要么是贪图享乐之辈，劳民伤财，这些君主都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臣下“忠君”的条件，因此他们臣下的叛变也就情有可原了。
其次，再从法家来看，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利己”，“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人情皆喜贵而恶贱。”
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看成是利害关系、买卖关系。只要是符合利益关系的事都可以做，也就无所谓忠与叛了。

再次，《淮南子》则认为道德评价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相互抵触，没有绝对的是非，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而归于善。认为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这就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要看大略。它批评那些只看臣的“小善”，而不计大功的君主的做法是“失贤之数也”。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忠义”思想的看法，也是《三国演义》中众多反叛行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投降即妥协，以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话语习惯来看，妥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一个贬义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绝不妥协，为了一块钱的损失花上千块争那一口气，但结果却往往是双输。

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对应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但在现实中道德单位是国家、民族，完全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只是少数。在国家以下，从省、县、企业到家庭、个人，都是比较稳定的不同层次的道德单位。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道德单位，善恶评价的道德标准本身在同一时代就是相对的，同一行为，站在不同道德层次的批判者往往给予不同的道德评价。按社会主义的规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处于最高层次，其他都处于从属地位。而一般人的直觉却恰恰相反：以自我为中心，社会半径越小，对情感愈有可及性。

对这个问题，《墨子·耕柱》中巫马子就有一段叙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拂之。故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也]”。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道德场。

总结来说，人所处的道德单位层次不同就会对同一行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与三国时期的道德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统一体予以表现的，即使存在某些矛盾，也没达到破坏它们的整体和谐的程度。虽然在我们看来，《三国演义》中的某些行为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但它其实还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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